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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通过行为与环境发生交互作用. 主动控制感指通过控制自己行为进而控制外部环境的主观体验, 为责

任归属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本文梳理了主动控制感的影响因素、脑机制及其对责任归属的启示. 个体行为中的主

动控制感和责任易受到动作意图、结果效价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 群体行为中, 控制感产生和责任归属与群体身

份、社会地位等因素有关. 控制感水平的测量在一定程度上能为道德和法律提供责任界定的依据. 进一步关联主

动控制感与责任归属需更关注负责动作意图和结果觉察加工的额-顶脑网络, 如前辅助运动区、后侧顶叶、颞顶

联合区等脑区. 未来的研究需提高测量的信效度, 并探索将主动控制感应用于道德与法律领域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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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可通过主动动作与客观环境发生交互作用,
从而适应和改变环境. 这种主动动作往往是可预期的,
并伴随一定结果[1]. 在此过程中, 人们既能觉察出主动

动作的意图, 也能感知动作引发的结果, 并体验到对外

界环境的改变, 这类意识体验称之为主动控制感(sense
of agency)[2~4]. 主动控制感促使个体对客观环境的变化

进行归因, 责任也是基于因果关系的推断而产生的[5].
主动控制感是“人类文明中至关重要的心理和精神状

态”, 并“为责任的概念奠定了基础”[6].
对主动控制感的测量有外显和内隐两种方式. 外

显测量依赖于被试的主观报告, 例如, 被试回答“刚才

的动作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你控制的?” 但是, 主观报告

的控制感可能存在偏差, 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的控制

感水平, 甚至将与动作无关的外部事件归因于自己[7,8].
内隐测量方法不需要被试主观报告, 更为客观. 意图绑

定(intentional binding)范式是该领域公认的一种内隐测

量方法. 当一个主动动作在短暂的延迟后产生某种外

部结果(如声音刺激)时, 人们会认为动作和结果之间的

间隔时间在主观上压缩了, 这种现象被称为意图绑定

效应[9~11]. 哲学家Hume[12]提出, 人们往往会根据事件

的时间接近性来判断一个事件的发生是由另一个事件

所导致. 时间上越接近的两个事件, 越可能被知觉为存

在因果关系. 意图绑定效应则说明, 被认定存在因果关

系的事件, 也会在时间上被知觉得更近.
控制感和责任归属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 责任

归属的产生有两个前提: 个体是否做出了导致结果发

生的行为和该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因果推论形成的. 因为我

的行为导致了事情的发生, 所以我应当负有责任. 事实

上, 人们更倾向于对直接和即时的结果产生责任感[13].
此外, 对主动控制感的外显测量往往要求个体直接报

告对行为的责任程度, 如“我对由我的行为导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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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都负有完全的责任”[14]. 越强的意图绑定效应, 往

往和越高的控制感主观报告水平一致, 也代表着更高

的控制感水平和责任水平[15]. 因此, 对主动控制感的测

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责任归属.
主动控制感会影响我们如何界定自己的行为. 感

觉“我”是造成结果的原因是一种重要的意识体验, 它

使我们能够区分有意结果和无意结果, 并判断自己是

否应该对结果负责. 在道德和法律领域中, 往往也依据

他人对行为的控制程度进行责任认定. 个体因为“疏忽

大意”导致危害他人和社会的结果发生时, 由于此情境

下事情的发生不在个体的控制范围内, 个体可以被减

轻甚至免除法律责任(除非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

的社会影响).因此,我们对自己和他人行为控制程度的

判断, 会影响其责任大小的界定.
道德和法律的基本假定之一是个体可以控制自己

的行为, 并能准确表征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主动控

制感不仅是一个人精神生活健康的核心特征, 也是一

个社会运转良好的先决条件. 为了更好地理解行为的

本质、责任的产生, 以及从科学的角度看待道德和法

律中的责任归属等问题, 本文围绕主动控制感与责任

归属的主题, 分别从个体行为的主动控制感与责任归

属、群体行为的主动控制感与责任归属、主动控制感

与法律责任归属、主动控制感相关的神经基础四个方

面进行阐述.

1 个体行为的主动控制感与责任归属

个体将自身的行为与环境发生的变化联系在一起,
产生对环境的控制感. 主动控制感和责任是两个紧密

关联的概念[16], 甚至有人认为, 主动控制感这一概念就

表明责任的存在[17]. 因此, 对控制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

理解责任的内涵.
意图是一种内生动作的能力, 为人类和动物所共

有[18].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决定做什么, 什么时候做,
都体现了意图的作用. 动作意图的参与是主动控制感

和责任产生的前提条件, 对行为的产生和结果的解释

具有重要意义. Haggard等人[9]的一项研究, 在主动控

制感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基线条件下, 被试需要按

键或者听到一个声音刺激, 实验任务是报告动作和声

音发生时时钟指针的位置. 在操作条件下, 被试自由选

择某个时刻按键(主动条件), 或实验人员使用经颅磁刺

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诱发被试被

动按键(被动条件), 按键后间隔250 ms出现一个声音刺

激. 实验任务也是报告动作和声音发生时指针的位置.
结果表明, 在主动动作条件下被试报告的动作发生时

间比基线条件延迟, 而报告的声音出现时间比基线条

件提前, 即主动条件下的动作和声音间隔被主观压缩.
但在被动条件下却出现相反的趋势. 只有在意图参与

的主动动作条件下, 个体才会将动作和结果绑定在一

起. 意图的参与对控制感的影响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

支持. 无动作意图参与的被动按键条件中不会出现时

间压缩效应[19]. 催眠引发的非主动动作中, 动作意图的

减少会造成意图绑定效应的下降[20]. 当被试产生动作

意图之后又有意抑制这些动作, 这种动作意图的改变

会导致被试更难将动作和结果绑定在一起[21]. 因此, 动
作意图的缺失、降低或终止都有可能影响我们对动作

和结果的主观感受, 表现出对行为和结果的主动控制

感体验下降.
对于意图参与的主动动作, 我们会产生“我对结果

负有责任”的感觉. 相反的情形是: “我做出这样的行为

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我只是在奉命行事.” 在这种情

境下, 我们对行为的责任感会降低. 例如, 在Caspar等
人[22]的实验中, 被试可以通过按键来实施对另一个人

的惩罚. 实验分为主动按键和胁迫按键两种条件. 结果

发现, 在胁迫条件下, 被试会表现出比主动条件更弱的

意图绑定效应. 当我们将造成结果的原因归结为他人

而非自身的意愿时, 即使动作是由自己做出的, 我们也

会认为自己不应该负责或至少不应该负全责.
另一个影响主动控制感和责任归属的因素是结果

事件的效价.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结果的性质对我

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有重要影响. 其中, 最具代表性

的解释假说是自我服务偏向(self-serving bias)理论: 人

们通常将积极的结果归因于自己, 而将消极的结果归

因于他人[23,24]. 主观的责任水平判断也会受到社会赞

许性、结果效价的影响[15,25]. 研究发现, 当正性声音刺

激作为动作结果时,相比负性刺激,被试对动作-结果的

时间压缩量更大[26,27]. 正性结果条件下被试主观报告

的主动控制感也会更强[28]. 短暂地暴露于奖赏相关的

图片能增强主动动作中的意图绑定效应[29]. 但是, 若结

果都是道德负性的, 那么越严重的结果会引发越强的

意图绑定效应, 控制感和责任感的水平也越高[15]. 因

此, 我们很难简单地认为, 好的结果会增强我们的责任

感, 坏的结果会降低我们的责任感.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对于正性的结果, 我们倾向于将之归结为自己行为的

影响, 越重要、越是道德上或情绪上积极正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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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倾向越明显. 而对于负性的结果, 我们更愿意将之

归因于他人的行为, 只有当结果明显是由自己引起时

(例如基于动作结果的因果推理), 越严重的结果使我们

越难以推卸自己的责任. 结果事件是道德性的还是经

济性的, 也会影响我们的控制感水平. 例如, Moretto等
人[15]设置了涉及道德和不涉及道德的两类两难情境,
要求被试通过按键来选择是否对情境进行干预(改变

或保持原状). 被试需要根据旋转的时钟来报告作出选

择时和出现结果的视觉反馈时指针的位置. 他们发现,
当结果是道德性的, 相比于非道德性结果, 被试的意图

绑定效应更强.
第三个影响主动控制感的因素是动作意图和动作

结果之间的联结. 有研究者提出比较器模型(compara-
tor model)来解释主动控制感是如何伴随动作产生的:
个体在动作之前会有一个动作副本, 这一副本将与实

际发生的感觉事件进行比较. 当两个信号匹配时, 个体

产生主动控制感[30~33]. 基于这一理论, 控制感的产生是

通过预期信号(实现目标的意图或命令)和结果反馈信

号(实际反馈或行为结果)的比较来实现的. 如果实际结

果反馈与预期一致, 就会产生事情在掌控之中的主观

体验. 如果二者不一致, 则会降低甚至不产生控制感.
例如, 当我们试图向咖啡中加糖时, 原本只想加半勺,
但意外使整勺糖都被倒入杯中, 此时, 我们就会产生一

种事情不在控制之中的感觉, 因为预计的结果和实际

的结果不一致. 责任的产生和认定也一样, 需要意图和

结果的匹配. 当伤害他人的行为是有意为之时, 我们就

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 群体行为的主动控制感和责任归属

人具有社会属性, 人们通常为了达到共同目标而

合作: 一起推动陷入雪中的汽车、一起为了拔河比赛

的胜利而努力. 从日常选择去哪里旅游到一些关系命

运前途的抉择, 都需要人们共同决策. 个体能够控制自

己的行为, 并需要为自己引发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 但
是, 当决策是由两人或多人共同做出时, 控制感的产生

和责任的归属情况又将如何呢?
群体往往具有一定的层级结构, 群体中个体的主

动控制感和责任情况也会有所不同. 一些主动控制感

研究试图揭示群体行为中控制感产生和责任归属的机

制. Strother等人[34]要求两名被试同时将右手食指放在

空格键的两端, 实验中, 双方轮流按键. 按键之后间隔

200 ms会出现一个声音刺激, 被试需要对按键和声音

刺激的时间点进行报告(无论是否是自己按键). 结果发

现, 虽然自己按键条件比同伴按键条件的意图绑定效

应更大, 但是在同伴按键条件中, 个体同样表现出对动

作和声音结果之间时间间隔的主观压缩. 两名被试作

为合作双方, 其任务都是通过按键来引发声音刺激. 也
就是说, 双方有共同的目标且都有动作意图参与. 在这

样的条件下, 被试可能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计划都进

行了表征. 因此, 无论动作是否由自己做出, 被试都会

倾向于将动作和结果在时间维度上绑定 . Obhi和
Hall[35,36]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合作行为中表征他人

控制感背后的规律. 他们提出, 当两个人联合参与行为

时, 会形成“我们”这一新的主体身份, 而“我们”中任何

一人做出的行为和导致的结果都可能引发控制感的自

我归因.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我们总是处于一定的群体中.

研究发现, 群体身份也会影响主动控制感[37]. Obhi和
Hall[35]的实验中, 提前给被试分配领导者或跟随者的

角色, 并在每一个区组(block)中保持一致. 跟随者需要

在领导者按键之后尽快按键. 领导者可以自由选择何

时按键, 而跟随者只能被动执行领导者的命令. 研究者

发现, 双方都会产生意图绑定效应, 即将自己的行为和

结果在时间上知觉得更近. 有趣的是, 领导者明确报告

了自己对行为及结果的控制感, 但跟随者则认为自己

对按键及其后续结果不应承担责任. 这说明在联合行

为中, 个体是命令的发起者还是单纯的执行者会影响

他们的控制感体验. 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 权力也会对

人际互动中的控制感水平产生影响. 实验要求被试回

顾和撰写经历过的高权力或低权力场景(被试对他人

具有控制权或是他人对被试具有控制权), 随后对动作-
结果时间间隔进行估计. 研究结果表明, 低权力启动会

产生比高权力启动更弱的意图绑定效应[38]. 因此, 联合

行为中所处的角色会影响责任大小的判定.
群体行为会促进自我主体向共同主体的转

变[36,39~44], “我们”意识也可以产生对他人行为的控制

感. 群体会降低个人的主动控制感和结果的自我归因

程度. 当有他人在现场(即使他们对结果没有产生任何

的作用)[45], 或是我们接受他人的命令[22], 以及与他人

一起采取行动[39], 都会降低个人的控制感. 在结果不确

定的情况下, 群体赌博时人们报告的对结果的负责任

程度也比单独赌博时更小[46,47]. 是否能产生“我们”意
识, 则取决于群体的结构和规模[44]

、角色分配[39,40]
、

合作对象的属性[36,48]及个体能力[42]等多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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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人类为什么会加入群体去分担责任, 并愿意

维持更低的主动控制感呢? 第一个可能原因是群体能

带来更多的收益. 通过群体的行为我们可能获得更多

的奖励或者学会更多的知识[49,50]. 第二个可能原因是,
当面临不确定或有潜在风险的结果时, 加入群体可以

进行责任分担[51]. 同时, 加入群体能够有效避免产生内

疚等负面情绪. 如果我们不得不做出某种伤害行为, 群
体行为可以将责任分配给更多人, 减轻决策压力. 并且,
共同决策会使我们在道德上更容易接受自己的意图,
“我只是做了一个大家都会做的选择, 所以没有什么应

该被指责的.” 群体行为可以很大程度地减轻个人的责

任负担, 从而减少做出困难决策时的心理困扰.
群体行为也意味着群体担责. 鉴于群体行为中很

难确定个体的责任大小, 群体如何承担责任是道德和

法律中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很多时候, 将群体行为的

处罚分担给个体, 可能比单个个体实施同一行为时的

处罚更轻. 当处于群体内时, 个人出现的“搭便车”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法不责众”观念的影响. 同时,
相比于高内聚力群体, 低内聚力群体在不良行为中需

要担负的责任一般更小[50], 惩罚也更轻[52,53]. 群体责任

归属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包括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 个
人对结果的贡献大小等[54,55]. 个人对群体行为的作用

大小在判断犯罪和惩罚的比例中至关重要, 这也是任

何法律制度公平的基石.

3 主动控制感与法律责任归属

如前所述, 法律的假定前提是个体具备控制自己

行为的能力. 我们如何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前

提呢?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

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因而构成犯罪的, 是故意犯罪.” 在犯罪行为的定义中,
主观的犯罪意愿和行为动机是不可或缺的.若是犯罪分

子已着手犯罪，即使尚未得逞, 此时犯罪意图已然存

在, 同样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比如犯罪未遂. 前面

我们已经讨论过动作意图的参与在控制感和责任的产

生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动作和结果的绑定效应一般

只发生在个体主动做出动作的条件下. 当个体受到胁

迫、催眠或是其他因素的影响而降低了执行动作的主

观意愿时, 会表现出对行为和结果的控制感下降. 这种

个体主观经验的改变应该在客观上得到承认,法律中也

应当有所体现: 异常的控制感水平能为减刑提供一定

的依据. 使用时间压缩效应作为指标的研究发现, 精神

分裂症患者会表现出比健康控制组更强的绑定效

应[56~61]. 这说明他们可能对行为具有更高的控制感水

平. 但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时会报告他们的动作不是出

于自己的意愿, 而是有其他人在操纵他们的意图. 进一

步的研究发现, 这可能与症状的不同亚群有关: 不伴随

阴性症状的患者确实会更多将行为归因于自己,但伴随

阴性症状的患者却有将行为归因于他人的倾向[62]. 帕

金森病人也常常表现出主动动作意识的异常: 相比于

正常被试, 他们很少表现出将动作和结果在时间上绑

定的效应 [ 6 3 ] . 高功能自闭症患者的绑定效应也更

弱[64,65]. 此外, 身心发育程度也会影响控制感水平. 来

自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 儿童的额叶尚未发育完全, 这

可能导致他们的控制感水平较健康成年人更低[66]. 法

律假定了个体能预测自己的行为结果, 并在行为发生

时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 但是, 这种能力可能由于疾

病受到损害,由于身心发育不完善而低下.因此,法庭量

刑时也应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这些因素.
在群体行为中, 主动控制感水平和法律责任的大

小密切相关. 如前所述, 在群体中的角色地位会影响个

体的控制感水平. 团队领导者一般能感受到群体行为

及结果的控制感, 但跟随者往往认为自己不应对结果

承担全部责任. 对他人具有更高权力水平的被试会表

现出更强的控制感. 同样, 在法律上, 组织、领导犯罪

活动的主犯, 需要对犯罪群体所犯的罪行负主要责任.
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从犯, 可能会

从轻或减轻处罚. 群体行为的主动控制感水平很多时

候也决定了群体成员的法律责任归属程度.
法律概念中的故意行为一般是指“希望或者放任

危害结果的发生”, 这实际上承认了人们自由选择的能

力. 我们既可以选择使事情发生, 也可以选择使事情不

发生. 然而, 最近有研究对“自由意志(free will)”这一概

念提出了挑战. 一些神经科学家(如Zeki等人[67])认为自

由意志是一种幻觉. 有的研究更是声称, 人类不需要为

我们的任何行为负责[68]. 早在20世纪80年代, Libet等
人[69]使用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 EEG)发现了主

动行为的一种神经前兆——“准备电位”(readiness po-
tentials), 它一般开始于行为前635 ms左右. 采取行为的

主观意愿比准备电位出现更晚, 发生在行为之前约

200 ms. 主动动作相关的大脑活动先于被试报告的动

作意图, 这说明在动作有意识的启动和控制之前, 就已

经存在一种以准备电位为标志的对动作的无意识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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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有时被解读为自由意志不存在的实证证据,
从某种程度上它说明是大脑的神经活动而非“自主意

愿”启动了主动动作. 准备电位的存在显然不能成为做

错事并逃避责任的借口, 对动作的无意识表征也并不

意味着我们不再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力. 例如, 即使动作

意图已经产生, 我们也可以抑制自己的行为[21,70]. 当我

们在讨论责任归属时, 更多是在强调执行行为时的意

识状态——我们能清楚地感知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并能

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行为结果, 这一点才是进行责任认

定时最为重要的依据. 此外, 一些研究发现, 大脑的神

经元活动周期[71]
、皮层慢波电位(slow cortical poten-

tials, SCPs)范围内的早期神经活动[72]确实会对主动控

制感产生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 它们更

多是一种调节作用. 因此, 动作的脑活动研究中发现的

无意识表征可能只是突出了人类心理活动的特征, 它

不应该, 至少目前不应该改变正义的实现方式. 是否考

虑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考虑这些特征, 仍然是一个需要

探索的话题.

4 主动控制感的神经基础与责任归属量化

行为中的主动控制感或许有助于对责任归属进行

认定, 其脑机制研究则可能为进一步量化责任归属提

供必要的依据. 如前所述, 在意图绑定效应的产生中,
意图的参与是重要的前提条件. 位于内侧额叶的前辅

助运动区(pre-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pre-SMA)可能

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Fried等人[73]以弱电流刺激癫

痫病人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SMA)的
不同部位, 结果发现, 刺激前辅助运动区时, 被试会产

生想要做出动作的意愿(urge). 刺激辅助运动区时, 被

试会不由自主地做出了一些简单的动作. 对猕猴的研

究则发现, 切除辅助运动区会使猕猴的主动动作减少,
产生动作的发起障碍[74]. 一项将非侵入性脑刺激与控

制感内隐测量指标相结合的研究发现, 使用经颅直流

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作
用于被试的前辅助运动区, 被试会表现出意图绑定效

应的下降[75]. 来自脑疾病的研究也表明前辅助运动区

与主动动作的发起有关. 例如, 皮质基底综合征的个体

会表现出自主动作的紊乱: 异手症患者会体验到手的

意外动作, 就像手有一个“它自己的意志”[76]. 失用症的

个体则难以做出目标动作. Wolpe等人[77]使用意图绑定

效应作为指标, 对正常人和皮质基底综合征病人的动

作控制和动作意识进行研究. 他们发现, 病人更多地将

动作向结果“绑定”, 且症状越严重绑定程度越大. 结构

成像的结果则进一步表明, 绑定效应的改变与病人前

辅助运动区的灰质体积有关, 也与前辅助运动区与前

额叶皮层的白质纤维连接有关. 更重要的是, 这种功能

连接的改变与绑定效应改变的大小成比例. 因此, 前辅

助运动区可能与动作意图的产生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 动作意图和结果的匹配过程与后侧顶

叶皮层(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PPC)和脑岛(insula)的
活动有关. Farrer和Frith[78]要求被试操纵圆环通过一条

T型路线, 并事先告知被试圆环的移动是由被试自己或

是别人操纵的. 当被试认为圆环的移动是由自己造成

的, 被试的前脑岛会激活. 而当视觉反馈被认为与自己

的行为无关时, 顶下小叶存在明显激活. 在另一项对被

试的动作再认的研究中, 实验人员操纵了被试对屏幕

上虚拟手的控制程度. 结果发现, 被试报告的控制感水

平与右侧顶下小叶尤其是角回的激活程度呈负相关,
与脑岛的激活程度呈正相关[79]. 角回参与了将动作结

果归因于他人的判断过程 , 得到了来自脑刺激研

究[80]
、磁共振研究[81]和元分析结果的支持[82]. 那么, 该

区域是如何参与到这一过程中的呢? 研究发现, 该脑区

主要负责监测动作的内部预期和结果的外部反馈过

程[78,79,83]. 当预期结果和实际反馈不一致时, 后侧顶叶

皮层被激活[83]. 使用TMS刺激被试后侧顶叶皮层模拟

大脑损伤, 会明显降低被试判断动作和视觉反馈之间

的延迟成绩[84]. 在顶叶皮层受损的失用症患者(apraxic
patients)身上也发现, 当自己和他人的手势相同时, 患

者很难区分二者.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很难

正确表征和评估动作的内部和外部反馈[85]. 因此, 后侧

顶叶皮层可能提供了动作主动性的信息, 并监测着自

我产生的动作与其视觉结果, 特别是视觉-运动不一致

的结果. 当不一致的情况发生时, 后侧顶叶皮层负责将

结果与自我分开. 而另一个脑区——前脑岛, 是对多模

态感觉信息进行整合的重要脑区[86]. 有观点认为, 由于

在进行自我归因时, 不同的输入信息, 包括动作和视觉

反馈之间的匹配度上升[78,82], 导致前脑岛的激活增强.
因此, 前辅助运动区可能与发起动作的意愿相关,

前脑岛和顶下小叶则侧重于对预期状态和实际反馈之

间的比较. 一种可能的机制是, 额叶皮层产生动作的选

择、意图和启动信号[87], 顶叶皮层则负责监测这些信

号, 并作为比较器模型起作用, 将意图信号与感觉反馈

信号进行比较[6]. 除了前述脑区, 元分析证实了颞顶联

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背外侧前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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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楔前叶(precu-
neus)等脑区也参与了主动控制感的产生过程[82]. 这几

个脑区是与自我参照加工和心理理论相关的重要区

域[88~92], 并参与了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判断[93~98]. 这
些都能为责任归属的测量提供一定的启示. 未来的研

究可以进一步探究这些脑区的激活模式和功能连接的

差异, 进一步量化个体对行为的控制水平.

5 总结与展望

主动控制感和责任归属是两个紧密关联的概念:
个体将环境的变化与自身的行为绑定在一起, 并在此

过程中产生对环境的控制感. 控制感的主观经验则告

诉我们, 对于何种变化我们应该负责, 何种变化与我们

无关. 因此, 主动控制感也许可以进一步应用于道德和

法律的责任界定中. 在法庭审判中, 异常的责任感可能

成为减刑的理由. 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是一个例子, 其主

动控制感异常同时在法律责任归属中能免除或者减轻

处罚. 开展更多以行为责任为主题的跨学科研究可以

弥合法律与科学概念之间的差距.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

以下角度来深化人类行为中的主动控制感与责任归属

的关联.
第一, 将行为学指标与认知神经科学手段相结合,

提升研究结果的信效度. 控制感研究结果能否应用于

实际的司法审判中, 取决于测量工具是否稳定客观. 现

有的测量手段主要是行为学的, 可能无法精确考察和

评估个体在行为中的控制感水平和控制能力. 未来的

研究可以结合多种测量手段, 在探讨控制感的行为机

制的同时, 寻找到更多可以衡量控制感水平的客观指

标. 例如, 是否存在一个特异于主动控制感的脑区或神

经回路?
第二, 改进实验设计、增加实验材料的多样性, 提

高主动控制感测量的可行性. 目前对行为中主动控制

感与责任归属的研究基本都是采用意图绑定范式. 从

实验材料的选择到实验流程的设定, 都有严格的规定.
比较难应用于真实的社会生活, 其生态效度可能比较

低. 要增强研究的生态效度, 一方面要考虑增加实验材

料的多样性, 如增加视觉、触觉刺激甚至动态线索作

为动作结果;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多通道信息整合, 增强

实验情境与现实生活的接近性, 比如,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的应用. 此外, 群体行为中的控制感产生和

责任归属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双人甚至多

人交互时不同的社会角色对于个体行为意识的影响是

目前控制感领域中值得研究的方向.
尽管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 个体和群体行为中

主动控制感的产生与责任的归属问题依然相当复杂,
距离在道德和法律领域中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

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依赖于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哲

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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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行为中的主动控制感与责任归属”

The sense of agency and the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in
huma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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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nse of agency refers to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controll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through voluntary actions. When
individuals inter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rough their behaviors, the feeling of “I am the initiator of this action” may
induce a self-attributed responsibility. Moreover, a sense of agency may allow individuals to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options by predicting their consequences. Therefore, the ability to control one’s own behavior can be used as an index for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in moral and legal fields. Here, we review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sense of agency and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Some empirical studies highlight the intention of actions and the value of outcomes. The
intention is a prerequisite for sense of agency and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sequent events affect how we
perceive our behaviors. Other studies support the internal comparator model,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match between
prediction based on efferent copy of motor command and actual sensory feedback is the premise of sense of agency. In joint
actions, the generation and level of sense of agency and responsibility are related to group identity, social status and other
factors. When two individuals cooperate as equals in the management of an event, the new identity of “we” is a force that
results in a sense of control over their partners’ behavior. But participating as a follower in the teamwork, being in the
presence of another agent (even if it has no causal effect on the outcome) will lead to a reduction in or disappearance of the
sense of agency.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 of law is that individuals have the ability to control their own behaviors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action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ose actions. Following this supposition,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sense of agency can also have effect on the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The level of sense of agency can be used to explain
individuals’ responsibility. For instance, people with abnormal agency, such as schizophrenia patients, can have their
sentences pardoned or commuted. Therefore, disorders of brain activities c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by the court in
sentencing. Neuroimaging studies have highlighted the role of fronto-parietal network, including pre-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pre-SMA),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PPC),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and etc. One possible mechanism may be that the frontal cortex generates the action signals of selection, intent and
initiation, while the parietal lobe, acting as a comparator model, monitors and compares these signals with the actual
feedbacks. The TPJ and DLPFC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and the theory of mind task, and are also
involved in the judgement of moral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uture investigations need to explore the activation patterns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se brain regions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sense of agency and responsibility, to qualify
and quantify the levels of individuals’ control over their behaviors.

sense of agency,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intentional binding, behavioral control, action vol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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